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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 》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

宋士云

(聊城大学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希克斯是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写作《经济史理论》时, 视野很开阔, 尽管该书是立足

于欧洲的, 但也时常涉及亚洲 、非洲以及美洲的问题。在该书中, 他谈到和论述中国问题的地方就多达十余处。就

这些论述而言, 有些是很到位的,有些论述是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究其论述不清和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他不太

了解中国国情, 在于他的历史分析不是更多地借助于历史事实的进程而是借助于他本人并未解释清楚的理论结论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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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 ·理查德 ·希克斯 ( JOHNR.HICKS)

( 1904— 1989), 英国人, 当代西方世界著名的经济

学家,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他一生著述

很多, 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 1969年, 他出版了一本

专门论述经济史理论的著作,即 《经济史理论》。在

写作《经济史理论 》时, 他视野很开阔, 尽管是立足

于欧洲,但也时常涉及亚洲 、非洲以及美洲的问题 。

在该书中,他谈到和论述中国问题的地方就多达十

余处。这些论述有些是很到位的, 有些论述是不确

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究其论述不清和发生错误的

原因是他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在于他的历史分析不

是更多地借助于历史事实的进程而是借助于他本人

并未解释清楚的理论结论所致。为更好地解读 《经

济史理论》这一世界学术名著, 为使初读者在对这

个问题上不至受名家观点所左右而人云亦云, 笔者

在此文中拟对希克斯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稍加评

析,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和同仁。

一 、希克斯认为中国元朝成吉思汗时期是一种

非市场经济模式,一种从习俗经济到指令经济的过

渡形式

在 《习俗和指令》一章中,希克斯曾对最早的非

市场经济模型,即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特点与存

在的社会条件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论述 。他说, 在习

俗经济中, “人们的许多古老方式不太受外来压力

的干扰 。他们的经济可以运行,因每一个成员都在

完成指定给他的任务, 包括由他在指定的范围内做

出决定;几乎从来不必从 中̀心 '做出凌驾一切的决

定。一旦这种系统达到了均衡状态, 它就能长期持

续 、无需改组———无需做出组织方面的新决定 。”

(希克斯著 、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 》,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 14页。以下该书的所有引文仅注页

码 )但是, 当习俗经济遇到一些新的紧急情况, 需要

对其改组,或者说 “当习俗经济被彻底扰乱时, 它便

直接过渡到军事专制主义” (第 15页 ), 即转变为指

令经济。 “班图人村社推举出查卡, 蒙古游牧部落

产生了成吉思汗。” (第 15— 16页 )希克斯在这里道

出了成吉思汗时期中国社会习俗经济的脆弱性和从

习俗经济到指令经济转变的紧急的社会背景和历史

条件 。这种表述很有道理, 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经

济状况。

然而, “专制君主未必能把各种习俗破坏殆尽,

专制君主有机可趁的危机局势一旦过去,习俗便会

悄然恢复 。除了在危机情况下, 一个纯粹的或几乎

纯粹的指令经济是很难存在的 ” (第 16页 )。希克

斯说,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都是纯粹的形式 、极端的

形式,常见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即介于这两者

之间的混合类型。 “封建制度便是一种混合类型,

习俗在这种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典型的官僚政治

是另一种混合类型, 其中指令成分较强 。” (第 22

页 )希克斯的这些论述也很适合于中国的封建社

会。

二 、希克斯谈及中国的传统的官僚制度,并给予

极高的评价

在《习俗和指令 》一章中, 希克斯还论述了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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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非市场经济组织形式以及岁入经济的影响 。

希克斯认为,官僚政治在原则上并不依赖市场制度,

但是其潜力却是只有在市场制度逐渐使之增强时才

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 中央用官

僚政治的办法解决经济方面的封建主义和保证中央

税收的问题,虽不失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但这较之

用封建制度的办法是更困难,也更复杂的 。

在论及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时, 希克斯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他说:“成功的官僚政治的另一个显

著例子是中国的传统的官僚制度。它至少可以追溯

到汉王朝时代;它一直持续着, 直到不到一百年以前

才告结束并在继起的制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中

国人对官僚政治的原则有着充分的理解, 他们创制

的原则比埃及人创制的要清晰得多。最著名的是中

国人通过科举考试补充官员的制度。这种成功的官

僚政治确乎达到一种 均̀衡状态 ' , 一种非常稳定的

均衡状态。它经受得住猛烈的冲击 (如十三世纪蒙

古人的入侵 ) ,并在强大的冲击之后仍能复原。” (第

20— 21页 )这就是说,官僚制度能弥补习俗经济和

指令经济的不足, 它有强大生命力。就是这样的一

种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被西方人所借鉴, 进而演化

成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公务员制度。

希克斯称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是 “典型的”官

僚政治的极好范例, 像这样成功的典型在别处并不

多见。他说:“较为常见的型式是初建之后归于瓦

解,或演进成为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可能本身不过是

达到瓦解的一个步骤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堪称是一

个独特的范例。” (第 21页 )他认为即便是莫卧儿帝

国经历过如同埃及和中国的那种官僚政治阶段,但

在英国人进入之前它就已经衰落了。

三 、希克斯认为在西方世界较为普遍存在的交

易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路径, 在中国统治者那里没有

走通

在 《市场的兴起》一章中,希克斯论述了交易经

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从定期集市贸易演

进到专业化贸易,这种演进是从乡村的习俗经济开

始的;二是从已经完成的专业化进入规模较大的商

业,这种演进是从指令成分较强的一种社会形态开

始的, 他认为交易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路径可能直接

在上层出现,这在西方世界是较为普遍的,而在东方

的中国却不是如此, 他说:“人们记得中国的皇帝是

如何 (很自然地 )把第一个到他宫廷里来的欧洲商

人当做贡物进呈者的 。” (第 29页 )笔者认为, 中国

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有原因 。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

主导地位的大国, 清乾隆皇帝不是曾向英国国王骄

傲地宣称 “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吗 ? 实行重农

抑商政策的中国皇帝没有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价值或

使用价值的欲望, 他把外贸看作是向对方的恩赐而

不是发展的相互需要。

希克斯还认为古代君主国家确有一些城市, 包

括中国的长安和洛阳虽然有市场, 但是他们不是或

者说基本不是建立在交易经济之上的。这些城市

“一向是靠 (或主要的靠 )成为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

的税收的开支来维持”, “在很大程度上确应首先把

他们看作是扩大了的王室家庭, 其中住着君王的随

从和那些随从的佣仆,以及这些佣仆的佣仆 ” (第 31

页 ) 。

四 、希克斯对古代中国商业扩张的短暂性原因

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优于东

方的关键在于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

在《市场的兴起 》一章中,希克斯说:“商业经济

要想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

对财产的保护和对合同的保护。对这两方面的保护

都不是传统社会所提供的, 主要是由商人自己提供

的。”而这 “除非商人社会中早已建立了某种社会联

系或组合, 否则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 ” (第 35

页 ) 。希克斯认为重商主义或商业性的组织, 或者

说商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法律的或至少是准法律的

机构和制度来维护 。

希克斯认为, 在可以利用的比较正规的法律制

度还没有建立之时,商业经济如果要获得发展,就不

仅需要统治者以某种赞同的态度来对待它, 还需要

统治者及其法官和行政官员对它有 “好感 ”。在古

代中国出现的意义深远的商业扩张, 特别是在明王

朝初期 (十五世纪 )中国在海外贸易方面的重大发

展,就是得益于此 。但这种商业扩张和海外贸易发

展为时不长,或者说昙花一现,其原因在于统治者提

供的赞助是不大牢靠的, 难以满足发展的要求。同

时, 这也道出了适应商人需要的法律制度对商业经

济的发展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可以利用的比较正规的法

律制度还没有建立之时, 欧洲商业经济在第一个阶

段上发展的要求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中得到了满

足, 即城邦为欧洲贸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希克斯说,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关

键就在于欧洲文明经历了一个城邦阶段,由于存在

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优于东

方。对于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 希克斯认为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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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理方面的。他说:“欧洲城邦是地中海的恩赐 。

在技术条件方面,地中海已卓然成为连接生产力颇

不相同的各国的一条公路,另外,它有许许多多孤立

的小块地区,冷僻的角落 、岛屿 、海岬和溪谷,这些在

同样的条件下一向是容易防御的。亚洲就没有完全

类似这样的条件 。与地中海相比, 日本的内海小得

多了, 其周围地区的自然资源也不同于地中海各国 。

至于中国海,长期以来它就是贸易的障碍,这个障碍

望而生畏 、难以逾越, 结果这可怕的障碍成为日本文

化在其历史初期免受中国文化湮没的主要原因。”

(第 37页 )这就是说, 中国海不仅没有像地中海那

样为商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反而实际上成

了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障碍。笔者认为, 希克斯所

作的这种分析不免带有 “地理决定论”的色彩, 值得

商榷。

五 、希克斯论述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认为中国王

朝的更替与货币有关

希克斯认为, “国家制度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历

来是非常密切的 ”(第 59页 ) , 但只有铸币才是这种

联系的真正开始 。铸币的产生是国家对充当货币的

贵金属实行信用担保的结果, 货币 (铸币 )一经使

用,便因其特性而广泛传播,遍布于商业涉及的一切

领域。“货币应用是希腊城邦制度留下的最早的经

济遗产;也是奉行商业经济的 中̀间阶段 '得以存在

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 63页 ) 。关于中国的货币制

度和货币职能,希克斯写道:“中国 (历史上 )的货币

制度是唯一有别于希腊祖先的这一惯例的重大例

外 。中国的货币制度是在同样漫长的时期中发展起

来 (真不可思议 ) , 但其特征明显不同, 完全独树一

帜 。它似乎从一开始显然就不建立在贵金属的基础

上,从而很可能没有经过以 `价值贮藏 '功能为主的

阶段。中国的货币直接过渡成为支付手段, 因而中

国人比西方人较多地接受纸币,中国人最早采用纸

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人最早发明了印刷术。” (第 63

页 )对于希克斯的这段文字, 笔者认为既有正确的

一面, 即指出了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过程,肯定了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同

时它也存在着错误, 即割裂了中国货币与贵金属货

币之间的关系,进而认为中国货币没有价值贮藏手

段的职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从先秦直到清代

虽然铜一直是官方肯定的币材,但是金 、银与铜通常

是并行流通的, 而且大都为官方所认定, 如宋的银 、

铜 、铁的并行流通 。

希克斯认为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具有重要

影响,它经常使得君主由于缺乏货币而处于极为困

难的境地 。他说, 这种状况在西方导致了对犹太人

和圣殿骑士的财富的野蛮没收, 导致了英国的内战

和法国的革命;“而在世界的另一端, 有迹象表明,

中国王朝的更替至少部分也是由于这同一原因 ”

(第 75页 )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希克斯认为, 一

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税收长期不足 。君主应付他的支

出问题简便的办法就是举债 。君主举债往往需要抵

押, 他所使用的资产, 或是地产 ———王室的产业, 或

是税款包收对将来课税的豁免,或是任命某些官职。

而这些办法结果都不好, 有许多事例表明它们的应

用带来了灾难。他说:“放弃国家财产和放弃征税

权力都显然削弱了政府 。我们可以在查理大帝国的

崩溃和后继的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找出它们

的影响。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也有过同样的情

况。如果它部分地说明了原来的罗马帝国的衰落和

崩溃这一历史上最大的奥秘, 那是不足为怪的 。”

(第 80— 81页 )对于这样的解释, 希克斯做了如下

补充:“的确, 人们可以这样说, 这是把罗马史仿佛

作为中国史来读了:把罗马的崩溃完全与 (几乎同

一时期的 )汉王朝的崩溃等同起来了。然而, 这的

确说明了人们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不过

差别也是存在的, 而且差别可能比相似之处更为重

要” (第 80页 ) 。笔者认为尽管罗马的崩溃与汉王

朝的崩溃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差异也是很大,差异主

要表现在:罗马帝国在政体上是共和民主政体,经济

上是商业经济已比较发达;而汉王朝在政治上是一

种典型的官僚制度,在经济上是一种自然经济占统

治地位的经济形式 。

六 、希克斯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是

欧洲商业机会枯竭的产物, 指出了工业化给中国城

市带来的压力,分析了中国政府推行保护主义的原

因

在《工业革命 》一章中, 希克斯说, 工业革命最

初出现在商业扩张已达顶点的国家, 如荷兰 、英国

等, 这些国家由于早已存在的活跃的商业网,不断通

过发现新的机会来实现扩张, 地理大发现曾使他们

的商业扩张获得充分的机会 。但是到 18世纪以后,

这种机会就渐渐枯竭了 。因此,在十九世纪,欧洲为

了贸易的继续发展在寻求提供新的出口品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他说:“非洲和美洲之间的贩奴贸易

以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虽系例外, 却十分

明显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 130页 )对于希克斯

将十九世纪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看作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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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机会枯竭的产物,笔者不敢苟同,而是认为印度

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正是欧洲商业扩张的产物,

是寻找和提供新的出口品的产物, 即欧洲为了推销

更多的工业品,同时得到更多的中国茶叶 、丝绸 、瓷

器 、药材等产品和原料,而在英国 、印度和中国之间

不得不建立起棉纺织品———鸦片———茶丝的 “三角

贸易”传动系统 。在这 “三角贸易 ”中, 印度用种植

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

换取中国的茶叶和丝绸 。鸦片向中国输入的越多,

三角贸易传动系统转动得越快,英国侵略分子的腰

包膨胀得就越快 。

在 《工业革命 》一章中,希克斯还分析了工业革

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说:“工业化对劳动力

市场的冲击是世界性的 。” “在英国, 无产者被吸收

到产业工人阶级中去的过程大体已告完成;在其它

大多数 先̀进 '国家,这一过程也已近于完成 。但在

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个过程不仅没有完成,甚至在许

多场合似乎连一点进展也没有 。” (第 142页 )希克

斯认为,这主要是不发达国家人口太多而经济增长

较慢。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

地,即趋向了城市,因此,在不发达世界的城市,诸如

孟买 、加尔各答 、雅加达以及广州和上海等城市中存

在大量的无产阶级,或者说前产业无产阶级 。对于

解决城市无产阶级的问题, 即失业者的问题 。希克

斯认为, 苏联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他写道:

“一个强大的政府所能做到的大部分事情俄国人都

做到了,如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遏止城市无产阶级

的形成, 将劳动力固着于为他准备的土地上 。”而

“这种`解决办法 '对中国共产党人则不适用,中国

共产党人从其先驱者起便将早已形成的广大城市无

产阶级继承过来 。” (第 143页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

况,对于希克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的如此的表

述,笔者认为不太确切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

后确实是将早已形成的广大城市无产阶级继承过

来,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的方式消除了失业, 但

是,同时中国还采取了城乡户籍壁垒的方式,像苏联

一样将农村剩余人口固着于土地上, 以遏止其向城

市转移,以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 。对于后面这一点,

希克斯给以忽略了或者说没有看到, 这是他不太了

解中国国情所致 。其实, 中国和苏联在解决城市中

的失业问题时,采取的方法是大同小异的 。

七 、希克斯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商业经济尚未深

入渗透的国家

在 《结论 》一章中, 希克斯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政府的行政革命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了。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表现得特别明

显。他说:“政府在战争期间发现竟有那么多权力 、

经济权利 、对自己人民的权利, 落入了它们的手里。

战争过后有些政府极力想把这事忘掉;可是又不得

不使权力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作为它们应付其政治和

经济方面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紧急事件的最简便易行

的手段。至于像俄国和后来的中国这样一些在商业

经济并未深入渗透的国家当权的态度鲜明的革命政

府,则急切抓住了权力送给它们的机会 。它们对权

力采取何种立场由其奉行的学说决定,但将其学说

付诸实施的能力则决定于在别处发生过的那种行政

革命 。它们正是通过行政革命才能使其传统的官僚

主义以现代形式重现于世。” (第 147页 )这就是说,

行政革命与政府干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前者促

使了后者的实现。这在商业经济发达国家确实是如

此,而在不发达国家中如中国就未必是这样。行政

革命虽然在中国政府干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通过革命, 即夺取政权的革命

来实现的 。行政革命与夺取政权的革命是两回事,

不可混淆 。

最后, 谈谈对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

问题论述与思想的批判借鉴问题。笔者认为, 虽然

国外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思想深刻 、见解睿智 、学术

造诣较高,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的著作,可以使我们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和理解能够进一步

加深,从而为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提

供帮助,但是, 这些著作由于受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

所使用分析方法的局限, 错误和疏漏以及论述不太

清楚在所难免,特别是当他们的著作涉及到他不太

熟悉的国度或地区以及研究领域时就更是如此。因

此, 我们在学习国外经济学名著时,必须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和原则,实事求

是, 善于分析, 善于鉴别, 既不要因其有一些错误而

大加批判进而全盘否定, 也不能因其是名家而不加

鉴别地全盘吸收。一句话,对待国外的经济学名著,

包括对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 》,我们要善于和学会

批判地吸收与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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